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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① 

 

刘培林  贾珅  张勋  

 

内容摘要：成功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追赶进程呈现三方面典型事实：

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分布呈现倒 U 型轨迹；为期 20-30 年的“平台期”内，

生产率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拥有量快速提升 ,但资本产出效率保持在较高

水平；快速产业升级和剧烈而迅速的结构变化。我们首次在文献中将这些

典型事实概括为“追赶周期”。目前大量文献把收敛解释为“转移动态”路径

上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无法和追赶周期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相容。我

们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一个反映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特点的

机制，以更好地解释追赶周期。追赶周期在形成机制、持续时间、表现形

式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经济周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追赶周期不同阶

段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  

关键词：追赶周期；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一、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有待解释的典型化事实 

后发经济体的增长呈现出多种型态（刘世锦等，2011）。其中，以日本、

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为代表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追赶

进程，呈现如下三方面典型化事实。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呈倒 U 型轨迹。即经济增速依次经历

低收入水平状态下的低速度——起飞——为期 20-30 年的高速追赶——增

速降落——中速 /中低速平稳增长的完整过程。从图 1 可见，五个东亚经济

体人均收入增速的长期型态，均表现为倒 U 型轨迹。从增速分布型态看，

这一追赶过程构成一个与通常的商业周期类似的完整周期。现有文献尚未

对此加以命名和分析。根据其性质，我们将这种周期称为追赶周期

（Catching-up Cycle）。  

图 1 五个东亚经济体人均 GDP 年均增速  

                                                              
①   * 本文即将发表于《管理世界》。刘培林、贾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勋，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本文也是“中长期发展”基础领域的成果；也是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 2013 年度重大课题“增长阶段转换：成因、挑战和对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073033、71273012、71173058 和 71350002）的研究成果。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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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整理。  

 

第二，为期 20-30 年的人均 GDP 快速提升和人均物质资本快速积累的

“平台期”。从图 1 可见，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的增长率接近 10%。

而且，有些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还相当平稳。如日本 1950-1974 年高速增长

时期先后经历了 6 个衰退期和 7 个繁荣期，但每次衰退均不超过 12 个月

（查默斯·约翰逊，2010，240-241 页）。  

从图 2可见，东亚五个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二战后的高速追赶时期内，

人均物质资本年均增速均在 10%左右。而同期美、英、德、法等的水平则

介于 2%-6%之间。  

图 2 五个东亚经济体人均物质资本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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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Penn World Table 8.0 整理。  

 

第三，高速增长平台期伴随着快速的产业升级和迅速而剧烈的结构变

化。大量文献表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时期都经历了快速的产

业升级，基本趋势是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出口结

构、居民消费结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等，也经历了快速的变化。  

刘世锦（2012）把追赶型经济体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由高投资、高

制造业比重和高速增长平台期向中低速增长期的转换，概括为“增长阶段

转换”。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上述三方面典型化事实概括为“追赶周

期”。识别这样一种周期型态，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和

短期经济波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各种类型的经济周期，是人类经济生活

的常态。具体经济运行状况，实际上就是背后发挥作用的多种类型周期的

叠加效应的体现。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众多类型周期中起支

配作用的，并不相同。所以，只有理解这些实际发挥作用的周期，特别是

发挥支配作用的周期，才能更好地理解实际经济运行，各种战略和政策才

能有的放矢、切合规律。目前的文献所识别的经济周期类型主要有：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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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季耶夫周期，即为期 50-60 年的技术进步长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即为

期 20-25 年左右的建筑更新中长周期；朱格拉周期，即为期 10 年左右的设

备更新周期；基钦周期，即为期 4 年左右的主要由库存波动导致的商业周

期。目前识别的这些周期类型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二战之前

的经验总结归来的。而上述追赶周期尚未引起文献关注。我们下面试图对

追赶周期这样一个涉及或将要涉及一百多经济体和 57 亿中低收入国家人

口①的重要现象，给出一些初步解释，以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

长和波动。  

二、追赶周期的形成机制 

首先，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如果我们相信一个

后发国家能够追赶上前沿国家的话，那么，即使不需要太复杂的理论推导，

仅仅从追赶的定义，也能够推导出上述这样一个倒 U 型的增长型态的必然

性。众所周知，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长期稳定在一个不太高的水

平上。②而后发国家之所以是后发国家，按照定义，就是因为收入水平低；

而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前沿国家所导致的。此后，后发国

家如果要追赶发达国家，那么，至少必须有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前

沿国家快。这就意味着后发追赶型经济体首先必须摆脱经济增速长期低于

前沿国家的状态，实现经济起飞。起飞并成功地维持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

之后，后发经济体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缩小，前者的经济增长率与高速增

长时期相比明显降低，并将逐步降低到接近于前沿国家的水平。这样，从

追赶的定义出发，就可以“倒挤”出追赶周期的必然性。当然，这并不是令

人信服的解释，也难以从中导出切实的政策含义。因此，必须对追赶周期

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追赶周期的核心内涵是，后发经济体通过一段时期持续高速增长实现

对前沿经济体的追赶或经济收敛。目前，增长理论研究提出的收敛机制主

要包括两类，其一是依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实现收敛；其二是

技术由前沿经济体向后发经济体的扩散（Aghion and Howitt，2009）。  

（一）仅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机制难以解释追赶周期 

目前文献用来解释后发国家追赶机制的主要文献，是上述第一类文献，

即巴罗等（Barro, 1991；Barro, 2012）从新古典理论（Solow，1956）中推

导出来的经验研究框架。在该框架中，后发国家经济追赶过程，是朝着既

定“稳态”（Steady State）的收敛过程，是一种“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主要机制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暗含的假定是，后发国家在

追赶进程的一开始，就掌握了和前沿国家一样的技术知识，收敛过程就是

通过资本深化，沿着该“已知”的生产函数曲线走向稳态。即使是在这类文

献的改进版——俱乐部收敛的增长计量框架中，也并未放弃该暗含的假定：
                                                              
①未来这个人口数字还会增加。  
②如美国在过去 180 年左右的时间里，30 年移动平均的 GDP 年均增长率大约在 4%
左右，40 和 50 年移动平均的增长率约为 3-4%。剔除人口增长因素之后，人均 GDP
的长期增长率围绕着大约 2%波动。这基本可以看作人类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引致的

物质和人力资本升级共同作用之下的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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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终收敛于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经济体，从它们经济起飞那一刻起，

其所掌握的技术就已经和前沿国家非常接近了。  

从理论上看，新古典模型中“转移动态”确实就等价于“资本边际报酬递

减”。从经验证据上看，无条件收敛或者俱乐部收敛的直观计量结果，也

确实和资本边际报酬规律相容。但如果把收敛的机制唯一地归结为“转移

动态”，则不能和本文一开始归纳的关于追赶周期的三方面典型化事实相

容。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速的时间分布型态是倒 U
型的。而现有主流解释的含义，则是人均收入增速随着时间推移而单调递

减。两者不一致。  

第二，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在为期 20-30 年的“平台期”内，人均产

出快速提升和人均物质资本快速积累，且资本边际报酬没有明显的下降。

而现有主流解释的含义则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均产

出增速和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增速应该随着时间单调递减。这也与事实不相

容。  

第三，Barron 回归框架虽未直接提出、但实际上暗含这样的政策含义：

既然后发国家在一开始就掌握了和前沿国家相同的技术知识，那么，在追

赶一开始就直接投资于前沿技术，便是可行而合理的选择。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这种跨越式技术追赶的意图在实践

中行不通；高速追赶平台期快速产业升级和迅速而剧烈的结构变化过程中，

主导产业更替、新产业成长和新技术的采用，是一个“小步快跑”式的梯次

提升过程，而不是由技术密集度很低的产业一步到位地跨越到技术密集度

很高的产业（林毅夫，2002）。  

第四，巴罗最新的总结提出，经验研究揭示的“铁律”是每年收敛 2%，

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的差距 35 年内缩小一半， 115 年内缩小 90%
（Barro,2012）。但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在 20-30 年高速增长期之后，

基本上都跨过了当时的高收入门槛。  

面对这些矛盾，应当重新思考追赶的机制。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资本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而是说单靠该规律无法解释追赶周期。  

（二）追赶周期的形成机制：技术追赶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

律的共同作用 

我们认为，解释追赶周期和收敛的核心机制，是前沿国家与后发国家

技术进步源泉的差别。具体而言，追赶经济体凭借后发优势实现的快速技

术进步，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追赶周期。  

前沿发达国家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自身的试错与创新。试错创新高成

本、高风险的特征决定了前沿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不可能太快，增长的趋

势变化也基本由重大创新的周期阶段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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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经济体与前沿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技

术模仿实现技术进步。在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之前，技术模仿的风险和成本，

理论上都有可能低于自主研发创新的成本①。  

凭借后发优势，追赶经济体有可能实现快速的技术追赶。这一点，和

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共同作用，导致了追赶周期。具体来说，可以对追

赶周期提出如下解释。  

（1）“经济追赶”的背后是“技术追赶”。在追赶周期的起飞阶段之前，

技术追赶几乎是停滞的；进入起飞阶段，快速的技术追赶进程启动；进入

追赶周期的后期，技术追赶步伐放慢。总起来看，后发经济体在高速增长

的平台期，技术水平也应有持续的高速增长。  

更深入地观察历史经验，也有助于理解后发国家高速追赶的必要条件，

是低成本技术模仿的优势。以中国的高增长为例，最流行的解释是，过去

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土地、低环境成本，等等。但是，

美国等技术前沿国家，在发展早期也有类似的要素环境和条件，为什么这

些国家历史上创造不出接近 10%的高速增长？同样，为什么比中国要素成

本更低的非洲国家增长缓慢？  

于是，就有了进一步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实现

了高速追赶的国家，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增长潜力。的

确，是否实施市场化改革，固然可以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其他仍然处于

低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追赶绩效差距；但却难以解释这样的问题，前沿国

家发展早期也创造了自由市场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有一轮全球化的

高潮，但这些国家却没有实现年均接近 10%的增长速度。  

由这些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可以看出，后发国家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是低成本技术模仿的优势。前沿国家所掌握的知识，都是一点一滴地通过

试错，靠自身力量积累起来的。而后发国家一旦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经济起

飞，所面对的知识存量是巨大的。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模仿以低成本实现比

前沿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这是后发国家能够保持 30 年左右接近 10%增

长的关键条件。  

（2）在起飞之后的高速追赶的平台期，虽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也在发挥作用，但是资本快速积累并未导致资本的产出效率明显下降。这

是因为快速的技术追赶带来的效应，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  

（3）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后，由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
实质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换，而后者只有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接近

前沿国家时才会发生，因此，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阶段转换应该也是

                                                              
①后发优势可能包括：（1）技术模仿成本比研发成本低。（2）后发国家不用亦步亦

趋地“重打锣鼓另开张”(reinvent the wheel)，可以跃过前沿国家以前几代的技术，直

接采用较先进的技术。如可以在未经过蒸汽和内燃机车的前提下，直接采用电力机

车。（3）后发国家有可能在一些领域直接切入全球最新技术。如后发国家几乎可以

和前沿国家同步使用新的信息技术。（4）后发国家对管理经验、商业模式等软技术

模仿，也比前沿国家的探索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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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发生。后发经济体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明显缩小之后，后发优

势也相应缩小，技术进步速度将不能充分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

响。这时将会出现一系列变化：技术进步速度放慢；技术进步模式由技术

模仿为主向自我创新为主转换；经济增速放慢；投资增速放慢；投资回报

降低。这可以被称为追赶进程中高速追赶向中低速追赶阶段的转换。  

随着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的进一步缩小，这些变化会持续下去，直

至完成追赶进程，走向成熟，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①  

经验事实对如上理论解释的各个环节提供了支持。图 3 给出了日本等

五个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减速阶段前后全要素生产率②（TFP）的年增

长率③（左侧坐标轴）以及这些国家的 TFP 与美国同期 TFP 的相对比值（右

侧坐标轴），由这些图不难看出如下现象。  

（1）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减速前都实现了连续多年的 TFP 高增长率，

经济减速“伴随发生”的是 TFP 增长率的减速。  

（2）后发经济体在人均资本快速积累的高速增长平台期，以增量资

本产出率④（ ICOR）衡量的资本产出效率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当好的水平⑤

（表 1）。  

表 1 后发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平台期的资本产出效率  

时期  人均资本增长率  
（各年算术均值）  

ICOR 
(各年算术均值 ) 

日本  1951-1970 9.3% 2.07 
韩国  1966-1995 11.6% 2.64 

新加坡  1965-1984 12.0% 2.53 
香港  1963-1996 7.5% 2.46 
台湾  1965-1998 9.7% 1.86 

美国  1951-2011 2.5% 3.55 
说明：作者根据 Penn World Table 整理，期间剔除了 ICOR 为负的异常值。  
 

（3）后发经济体的 TFP 增长减速是在 TFP 水平较为接近技术前沿国

家（这里的参照对象是美国）的水平时发生的。例如，日本、韩国、台湾

分别是在 TFP 达到美国的约 70%、70%、100%时开始步入 TFP 低速增长

阶段。  

                                                              
①Eichengreen（2012）等就把韩国所经历的追赶历程，称为从“奇迹到成熟”。  
②在具体的增长核算分解中，技术进步被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当中加以处理。

根据现有的主流分析框架，TFP 大致包括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要素的配置效

率、规模效益这几个部分，这些方面都包括在广义的技术进步当中。  
③TFP 增长率进行了 5 年移动平均处理。  
④即年度投资与当年增量产出之比，是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用以衡量一个经

济体单位产出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的 ICOR 越高，其投资效

率和生产效率越低。  
⑤白重恩等（2007）发现，中国高速增长时期投资回报率并未因为高投资而明显下

降。  



9 

 

图 3 五个东亚经济体 TFP 增速及与美国相对值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Penn World Table 整理  

上述这些事实与我们提出的追赶周期的理论解释较为一致。从这一意

义上说，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人均产出提高和人均资本积累的

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同时，由追赶周期假说

可以得出的一个推断是，决定后发经济体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提升潜力的

最重要变量，是其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距离。从图 4 也可直观地看出，

初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美国（即发达国家）的水平越低，则后期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速越高。即初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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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然，在我们的理论解释当中，这两者并非简单

的负线性关系，下面会进一步讨论。  

图 4 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速的关系  

 
说明：作者根据 Penn World Table 整理。 

（三）追赶周期的一个理论模型 

上面虽然说明了后发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可以实现比前沿国家更快的

技术进步，但对这种后发优势释放过程的具体特点，并无先验的理论依据

能够加以说明。我们的经验观察是，后发优势的释放不是线性的，而是在

经济起飞之后，会有一个加速的追赶过程，之后会慢下来。这是解释追赶

周期的最重要的机制。  

为了刻画这个机制，我们把后发优势决定的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速度，

分解为两方面因素，一是后发国家相对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追赶速度；二是

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本身的进步速度。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引入了含有技

术进步的索罗增长模型。  

1. 生产函数  

设经济体的生产函数为：  

 ܻ ൌ ,ܭሺܨ ሻܮ ൌ  ሻଵିఈ     (1)ܮܣఈሺܭ

其中，ܻ为总产出，ܭ为总的资本存量，ܮ为总的劳动力，ܣ为技术水平。这

是一个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  

设定人均产出为ݕ ቀൌ 


ቁ，人均效率产出为ݕ ቀൌ 


ቁ，人均资本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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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ቀൌ 


ቁ，人均效率资本存量为 ෨݇ ቀൌ 


ቁ。由此：  

ݕ  ൌ ෨݇ఈ        (2) 

2. 资本积累  

根据经典索罗模型，人均效率资本积累方程满足：  

 
෨ሶ

෨
ൌ ݏ ෨݇ఈିଵ െ ߜ െ ሶ


      (3) 

这里，s为经济中的储蓄率①，δ为资本折旧率。  

3. 技术进步  

与传统的索洛模型设定技术水平为一外生参数ܣ不同，我们假设技术水

平是动态变化的，这分为技术前沿国家和后发国家两种情况：  

1）  对于技术前沿国家（F），技术进步率为一常数：  

 
ಷሶ

ಷ
ൌ  (4)        ߣ

2）  对于后发国家（C），技术进步率为：  

 
ሶ


ൌ ݂ ቀಷି

ಷ
ቁ ൌ ߛ ቀ1 െ 

ಷ
ቁ ൌ ݃    (5) 

也就是说，前沿国家按照不变速率实现技术进步，后发国家则按照 Logistic
轨迹对前沿国家进行技术追赶。当后发经济体追赶上前沿国家之后，前者

的技术进步率亦为λ。事实上，假设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率为݃，则有：  

ߛ  ቀ1 െ 
ಷ
ቁ ൌ ݃      (6) 

即  

 

ಷ
ൌ 1 െ 

ఊ
       (7) 

即技术前沿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比值为常数，换言之，其技术进步

率必相等，即݃ ൌ 。ߣ  

需要对这里的假设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假定前沿国家技术进步速率为

一个常数，和标准的索罗模型中假定技术进步速度为外生给定，没有本质

的差别。不过，前沿国家技术进步的型态，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所

关注的仅仅是给定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后，由后发经济体与前沿国家技术水

平之间的差距大小，所决定的后发国家相对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

通过把前沿国家技术进步的型态抽象为一个常数，我们得以分离出导致追

                                                              
①在索洛模型中，储蓄率是外生的固定参数；尽管储蓄率内生化的 Ramsey 模型从设

定上引入了更多的经济理性，但是对于我们要表明的经济含义而言，并没有额外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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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周期的技术追赶的机制。  

但现实当中，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并非常数，而是一段时期快，

一段时期慢。这对于后发追赶的速度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前沿国家技术进步快，则会进一步拉开和后发经济体的差距，导致后者的

后发优势相对地扩大；否则反之。20 世纪 50-70 年代前沿国家实现了快速

的技术进步，这也是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能够在同一时期实现快速追

赶的重要原因。而今后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的快慢，也与未来前沿国家技术

进步速度有直接的关系。倘若前沿国家今后技术进步缓慢，则中国的后发

优势会快速消失，技术追赶的步伐会相对慢一些；倘若前沿国家今后技术

进步很快，则中国的技术追赶步伐也会相对快一些。  

4. 稳态水平讨论  

1）  对于技术前沿国家而言，资本积累方程为：  

 
ಷ෪
ሶ

ಷ෪
ൌ ݏ ෨݇ி

ఈିଵ െ ߜ െ  (8)      ߣ

因此，技术前沿国家的稳态人均效率资本和人均资本满足：  

 ݇ி෪
തതത ൌ ቀ ௦

ఋାఒ
ቁ

భ
భషഀ       (9) 

 ݇ிതതത ൌ ቀ ௦

ఋାఒ
ቁ

భ
భషഀ  ி      (10)ܣ

2）  对于后发国家，资本积累方程为：  

 
෪
ሶ

෪
ൌ ݏ ෨݇

ఈିଵ െ ߜ െ ߛ ቀ1 െ 
ಷ
ቁ  (11) 

后发国家追赶上前沿国家并达到稳态时，ߛ ቀ1 െ 
ಷ
ቁ ൌ ：则亦有，ߣ  

 ݇෪
തതത ൌ ቀ ௦

ఋାఒ
ቁ

భ
భషഀ      (12) 

 ݇തതത ൌ ቀ ௦

ఋାఒ
ቁ

భ
భషഀ       (13)ܣ

5. 后发国家的追赶周期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随着赶超过程的进行，尽管技术进步率随时间而

下降，但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却可能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追赶周期。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导出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方程：  

 
௬ሶ

௬
ൌ ௬ሶ

௬
 ሶ


ൌ ߙ ෨ሶ

෨
 ሶ


ൌ ߙ ቀݏ ෨݇

ఈିଵ െ ߜ െ ሶ


ቁ  ሶ


 (14) 

最终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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௬ሶ

௬
ൌ ሺ1 െ ߛሻߙ െ ߜߙ  ܣݏߙ

ଵିఈ݇
ఈିଵ െ ሺ1 െ ߛሻߙ 

ಷ
  (15) 

上述（15）式对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ܣ求导，可以得到：  

 
డ൬

ሶ

൰

డ
ൌ ሺ1 െ ܣݏߙሻߙ

ିఈ݇
ఈିଵ െ ሺ1 െ ߛሻߙ ଵ

ಷ
   (16) 

由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单调递增，因此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的变动

完全取决于式（16）的符号。当
డ൬

ሶ

൰

డ
 0，即


భషഀ

ഀ

ಷ
൏ ఈ௦

ఊ
时，人均收入增速

趋于上升。因此，在赶超的初期，资本存量足够小，抑或技术水平足够低，

我们会观察到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升。而当资本存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抑

或技术水平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观察到增长率的下降，即
డ൬

ሶ

൰

డ
൏ 0，

即呈现增长的倒 U 型曲线。  

当然，对参数的不同设定，也可以观察到人均收入增长率一直上升的

现象。由资本积累方程可知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满足：  

 ݇തതത ൌ ቀ ௦

ఋାఒ
ቁ

భ
భషഀ        (17)ܣ

因此，当稳态资本存量小于倒 U 型曲线的临界值时，也即ߙ  ఊ

ఋାఒ
时，赶超

经济体会一直处于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上升期。  

 反过来，如果参数不满足上述条件，且经济体初始的资本存量足够大，

抑或技术差距足够小，赶超经济体会经历单调下降的人均收入增长过程。 

此外，不同的储蓄率会对赶超过程有显著的影响。储蓄率越高的经济

体，可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的上升期越长，当然，其稳态资本存量也越大。 

6. 参数模拟  

我们还可以根据以上模型，假定合理的参数，对关键变量进行模拟。

限于篇幅，这里仅给出一种基准模拟，参数满足：储蓄率ݏ ൌ 0.3，资本折

旧率ߜ ൌ 5%，资本份额ߙ ൌ 0.5，技术前沿国家技术进步率ߣ ൌ 2%，后发国

家技术追赶参数ߛ ൌ 0.1，窗口期设定为 100 年。  

图 5 给出了后发国家技术水平增速、人均资本增速、人均产出增速和

资本回报率等 4 个关键变量的基准模拟结果。我们发现，技术水平在经历

一个高速增长的“平台期”后单调下降，而人均资本增速、人均产出增速、

资本回报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曲线。这与经验观察的事实相符。 

图 5 模型的基准模拟结果  

（1）后发国家技术水平增速  （2）后发国家人均资本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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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发国家人均产出增速  （4）后发国家资本回报率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经济追赶的历程，做如下描述：后发国家初

步的制度变革推动经济起飞，技术进步速度很快。技术追赶的物化形式是

人均物质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人均产出的提高，但在追赶周期的特定阶段，

技术持续快速进步的效应足以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随着后发

优势逐渐释放殆尽，技术进步速度将放慢，难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

效应，经济增速相应回落。这样，通过把后发经济体追赶过程中技术追赶

的机制具体化，并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就可以对追赶周期的典型化事

实给出逻辑一贯的解释。即，经济追赶或者收敛的主要机制，是技术进步

导致的“稳态”本身的变化效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超过了趋向于给定“稳态”
的“转移动态”过程中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这个解释并不排斥资本边

际报酬递减效应，事实上，当追赶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以至于难以抵

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应放慢。  

更进一步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上述分析的细致的含义。直观地看，由

于物质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所以，通常会把高速增长归结

为投资驱动。但从经济逻辑看，投资本身也是结果，也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现象。事实上，投资和增长几乎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考虑到资本边际报

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如果仅仅以投资增长解释经济增长，则必须回答一个

问题：高速增长期持续高投资的激励缘何而来？我们上述框架对此给出了

很好的回答，即高速增长期的技术进步速度，足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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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应。①Kehoe&Prescott（2002）和 Zhu（2012）在增长核算中，就把人

均产出增速分解为劳动参与率、资本产出比、人力资本水平和全要素生产

率的加权和，并赋予资本产出比小于 1 的权重，赋予全要素生产率大于 1
的权重。②  

（四）追赶周期的丰富形态与影响因素 

除了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之外，有许多收入水平更低、与前沿国家

技术差距更大、潜在后发优势更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高速增长；

还有许多国家，虽有过高速增长的经历，但在未完成追赶之前就提前出现

了增长减速。这些事实表明，后发优势只代表增长潜力，要把潜力变为现

实，需要一系列条件。  

技术追赶真正落实在经济生产当中，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或生产部门通

过创新或者模仿引进了一项新的技术方法，也包括这项技术实际运用效率

的提高，以及整个生产体系当中要素投入按照这项新技术的要求重新配置

达到最适比例的过程。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在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之前，实

现技术追赶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新技术的获取，更在于如何为新技术的广

泛采用和技术效率提高创造激励。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对后发经济体

技术追赶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  

（1）企业竞争和灵活的行业进出。技术升级是有成本的，只有竞争

才能为企业提供不断投资新技术的微观激励（Aghion and Griffith，2005）。  

（2）人力资本的积累。前沿技术进步是高技能劳动力偏向型的，后

发国家从前沿国家模仿的技术虽然可以通过本地化，降低高技能劳动力偏

向的程度，但总体上技术追赶还是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升跟进

（Vandenbussche et al., 2006）。  

（3）有利于资源再配置的金融体系。技术更新过程是各类资源向高

效率的部门和企业再配置的过程，资金是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如果资金不

能引导要素的流动，新技术就难以在整个生产部门推广开来（Midrigan and 
Xu，2014）。  

（4）经济体的开放度。一方面，后发国家的大量技术引进是通过外

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实现的；另一方面，开放度提高使得国内的生产者面临

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更有可能去学习和引进新技术（Alesina et al., 2005）。 

上述因素对于“国富国穷”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已多有讨论，但经

验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对后发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影响是无法独立于其所处

的追赶阶段的。因此，在分析某一具体后发经济体长期增长趋势和走向时，

这些因素应该作为首先选择的分析切入点。  

不过，与其他一些俱乐部收敛的文献或者国别收入水平双峰分布文献

                                                              
①白重恩等（2007）在解释中国高投资回报率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  
②在一个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中，如果资本产出弹性为 0.5，那么在增长分解核算

中赋予全要素生产率的权重为 2，而赋予资本产出比的权重则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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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不同，我们不认为尚未起飞的国家的宿命是低收入俱乐部；也不认

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那些长期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宿命。一旦具

备适当的制度条件，我们相信这些国家也将实现起飞，经历完整的追赶周

期，最终实现收敛。 

（五）主流的增长计量分析的疏漏和可能的改进途径 

从上述对追赶周期机制的新解释入手，我们尝试提出改进现有增长计

量框架的思路。目前主要的两组增长计量数据，分别是 1960 年以来 80 个

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和 1870 年以来 28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Barro 认为，

综合两组数据的计量结果可以得到理想的证据，支持转移动态和资本边际

报酬递减的收敛假说。  

对于基于上述第一组数据进行的 Barro 回归，我们提出下面的质疑。

1960 年以来各经济体的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前沿国家，

增长率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上；一类是为数寥寥的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的

经济体，经历了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和后来的增速回落；还有一类尚未实

现起飞的国家增长率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上。把三种类型经济体的数据纳

入一个面板数据集中进行回归，虽然能够得到收敛假说预期的证据，但正

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 80 个经济体的平均信息，并未很好地反映追赶的

典型化事实。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倘若能收集到 1820 年以来所有

这 80 个经济体的数据，并将之纳入一个面板数据中，那么，初期收入水

平与之后时期增速的反向关系是否还能成立？我们知道，这 80 个经济体

当中大部分在 1960 年之前维持着较低甚至很低的增速，所以，反向关系

很可能不再成立。  

对于基于第二组 28 个国家更长期的数据进行的 Barro 回归，①我们因

为有大致类似的质疑。这些样本经济体绝大部分在分析起始点的 1901 年，

与最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比较小。从该样本中得到的初始人均收入水

平与之后时期增速的反向关系，实际上是追赶周期的高速追赶平台期基本

结束之后的追赶进程的反映。在前文的理论模型部分我们曾经指出，如果

初始资本存量足够大，抑或技术差距足够小，赶超经济体会经历单调下降

的人均收入增长过程。基于第二组 28 个国家更长期的数据进行的 Barro
回归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基于我们对增长周期的解释，增长计量可能的改进方向是，构造技术

差距的度量指标，并将其动态变化数据纳入增长计量。这样也可以刻画技

术追赶速度的变化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事实上，如

Battisti et al.（2013）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三、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周期的比较 

上面归纳了追赶周期的典型化事实，并解释了其形成机制。将追赶周

                                                              
①这 28 个经济体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

中国，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

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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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与其他类型的周期，例如商业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进行比较，有助

于认识追赶周期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政策含义。  

第一，追赶周期的性质，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技术追赶速度变化所导致

的。通常的商业周期，则是由“动物精神”导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

前沿国家的重大技术创新导致的。  

第二，追赶周期中的第一次增速转折（即起飞）和第二次增速转折（即

由高速增长平台期结束后的速度回落），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大异其趣。

第一次增速转折时期，许多新产业成长起来，由于许多投资活动的互补性，

这一次转折更多体现出“创造性创造”或者说“创造性建设”的特点；第二次

增速转折时期，往往有不少产业退出，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点。而普

通商业周期的复苏和衰退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则远没有这么显

著，大体上是近似的产业结构下开工率提升和下降所致。康德拉季耶夫周

期虽然也是技术变革导致的周期，但其前半段和后半段分别是同一新技术

产生和退出市场导致的。  

第三，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这是后发国家所必须追求的周期。但普通商业周期应该被熨平，

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从这一点而言，追赶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类似，

后者也不应该被熨平。所以，从政策应对上看，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

折，不仅不能采取紧缩政策予以压制，相反，还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助力；

追赶周期的第二次增速转折是技术差距缩小之后的客观规律使然，因而不

能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予以刺激（刘世锦等，2011）。  

第四，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 20-30 年；起飞前的时间长度不确定；

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 10-20 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普通商

业周期为期 4-5 年，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长达 60 年左右。  

当然，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商业周期并非绝对排斥。比如，技术前沿

国家的经历新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而使得技术前沿明显外推，会拉大和

后发国家的技术差距，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扩大，进而会导致后

者技术追赶的潜在速度提升，这样，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就会经由技术外溢

叠加于后发国家的追赶周期之上。再如，后发国家追赶周期的整个进程中，

其自身的普通的商业周期也一直在发挥影响，前沿国家的商业周期也会经

过国际经济联系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四、追赶周期假说对中国长期增长的含义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追赶也是由技术追赶推动的 

1978 年-2009 年，中国 TFP 年均增长率达到 3.16%，对人均 GDP 增长

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77.89%，TFP 是最重要的增长源（图 6）。与日本、香

港、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追赶时期的 TFP 增长及贡献率

相比，中国增长的“技术含量”实际都要更高，这并不支持所谓中国以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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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粗放式增长”的说法①。  

图 6 中国长期增长中的 TFP 增速及与美国相对值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Penn World Table 整理  

（二）中国未来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中国 2009 年 TFP 水平接近美国的 40%。②而那些有过持续高速增长的

追赶经济体在增长减速时的同一指标都远高于此，例如日本、韩国、台湾

等基本都在 TFP 达到美国的 70%甚至更高才进入减速区间。这表明中国技

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三）改革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释放增长潜力的关键 

关于改革与增长潜力的关系，日本的教训尤其值得中国借鉴。经过战

后近 50 年的高速增长，日本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历严重的衰退，经济

一蹶不振，学术界称之为“失去的二十年（Lost Decade）”。对日本经济衰

退的解释大多归咎于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如 Hayashi and Prescott, 2002)。但

生产率增速下降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配给（尤其是信贷配给）上的扭曲。

日本的信贷部门将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给到实际上生产率较低、缺乏自生能

力、当危机来临时行将破产的企业，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安全”地渡过危机，

避免不良资产的形成。而这种配给扭曲反过来使得高生产率的企业无法得

到足够的信贷资源，发展受到限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日本生产

率增速的大幅下降（Caballero et al., 2004；Peek and Rosengren，2005）。  

两组简单的数据可以用于说明以上的问题。第一组数据来自日本

                                                              
①当然，个别地区的增长可能是粗放式的。  
②之所以中国 TFP 高速增长了 30 年，到目前阶段相对于美国的水平还是很低，有两

个原因，一是中国 TFP 相对水平低，二是这 30 年美国 TFP 也有相当幅度的增长。

1978 年中国 TFP 相对于美国的水平约为 0.28 左右，1978-2011 年的 TFP 增长率算数

平均是 3.6%，同期美国 TFP 增长率算数平均是 0.9%。两相比较，粗略地说，中国

每年 TFP 的绝对量 (标准化以后 )提高 0.28*3.6%=0.01008，美国每年 TFP 的绝对量

提高 1*0.9%=0.009，所以虽然中国的增长速度不算慢，但相对追赶速度还比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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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日本所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我们试

图从中得到新进入和退出的企业数目。  

表 2 日本新进入和退出的企业数目（1969-1996）  
年份区间  企业总数目  新进入企业数目  退出的企业数目（不包含被

并购的企业）  
1969-1979 1271 312 14 
1979-1988 1337 115 9 
1988-1996 1357 57 3 

资料来源：日本 NEEDS 企业数据库；Griffin&Odaki（2009）。  

表 2 报告了数据结果。我们将年份区间分为三段，1969-1979 为增长时

期，1979-1988 为泡沫时期，1988-1996 为危机时段。可以看出，这三段时

期的企业数目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新进入和退出企业的数目却不断减少。

由于期间发生过经济危机，因此这两个数目的减少并不代表经济趋向稳态，

而正是反映了被信贷配给扭曲了的“优胜劣汰”准则。  

第二组数据来自对日本危机时段的 TFP 增长分解，试图寻找配给扭曲

的进一步证据。事实上，很多文献进行了这一项工作，Fukao&Kwon（2004）
对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了详尽分析，结果较为可靠。  

一般将 TFP 的增长率分解为组内效应、组间效应、进入效应、退出效

应以及剩余项。其中，组内效应指存活企业的 TFP 增长率，组间效应指企

业 TFP 的增长与其市场份额变动的联合效应，进入效应指进入企业的高

TFP 所带来的 TFP 增长，退出效应指 TFP 较低的企业退出所带来的 TFP
增长。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这 4 类效应的符号应当均为正。表 3 报

告的日本经济危机期间一些代表性行业以及总体制造业的 TFP 增长率分

解结果清晰地表明：退出效应一致为负值。这表明，危机时段的退出企业

并不是那些生产率低下的企业，反而是一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体现了一

种信贷配给扭曲下的“非自然的选择”，这事实上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这些经验表明，让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是提升整体经济生产率的重要

途径。也就是说，活跃的创造与平稳的破坏，共同构成生产率提升的源泉，

缺一不可。  

表 3 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代表性）TFP 增长率（%）分解  
行业  TFP 增长率  组内效应  组间效应  进入效应  退出效应  
食品  0.5 0.3 -0.1 0.6 -0.5 
纸  0.7 0.7 0.0 0.0 -0.2 

化工  1.1 0.7 0.1 0.1 -0.1 
石油  4.6 2.7 1.5 0.0 -0.1 
陶瓷  2.2 1.3 -0.3 0.2 -0.4 

有色金属  -0.2 0.8 -0.1 -0.6 -0.5 
电子设备  3.1 2.6 0.3 0.8 -0.2 

汽车  2.2 1.8 0.0 0.1 -0.1 

行业加权  2.1 1.2 -0.1 4.6 -0.5 

资料来源：Fukao&Kwo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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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在 1981-1987 年、1988-1996
年、1997-2008 年的三波 TFP 增长中实现的。结合这些波段转折变化发生

时的实际情况，可以识别出这期间对中国提升 TFP 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分

别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后期开始的两波农业部门改革（分别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农业投入品市场改革）、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进行的非农部门改革（价格双轨制和经济决策权下放）、1997
年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国企所有制改革和民营企业合法化）以及 2001 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去的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关键在于每一波改革的

红利释放殆尽时，新的改革都会及时开启。  

尽管以往的改革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微观个体投资新技术的激励，

但是最近的一些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在技术更新和生产率提升方面依然面

临着相当的制度扭曲，主要包括劳动力的结构性错配、农业部门土地和资

金的低效配置、非农部门的资金低效配置（Zhu，2012）。这些扭曲虽然一

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虚高竞争力（张军扩和侯永志，2010），另一方面

却抑制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潜力。自 2007 年以来发生的增长减

速，当然有国际金融危机等短期冲击造成的影响，但根据以往的增长波段

经验，也基本可以推断出上一轮改革的增长红利即将释放完毕。因此，借

鉴日本的教训，未来增长前景依然需要通过及时实施新一轮重大改革释放

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丰富、详细的计划

清单。全面落实这个清单，将为中国技术追赶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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